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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 

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1 
 

袁先欣2 

 

摘要：本文从考察 1920 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入手，对常被视为以纯粹声音为途径建立民族国语

的京音国音两派背后的真实冲动进行了分析。从这一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

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过程，分析了中国国语运动中蕴含的中国民族主义特殊

性，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反思，试图为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

个思想史上的背景。 

关键词：袁先欣 民族主义 国语 文学 京音 国音 语言改革 语音中心主义 语言民族主义 村田

雄二郎 

 

一、小引 

 

在五四时期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运动中，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新的标准书面语与现代“国语”的

创制普及这两个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看来，仍可称之为中

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事件之一。正如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提示我们的，中国的现代

语言改革运动不仅与文学的革命、知识制度的更替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高度相关，而且也与中国

现代民族创制、民族国家制度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的论文《五

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正是从"国语"与民族国家建

构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以平时为学界所注意不甚多的五四时期国语统一论争3为切入点，

探讨了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运动，进行一系列颇有意思的思考。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对村田雄

二郎先生《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一文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对比

补充五四时期京音国音之争的以及其他与国语统一相关的论争材料，梳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语

境和发生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希望能够就西方确立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和模型展开一定的反思；

同时，基于民族主义考量的国语建制是国语文学发生的重要思想背景，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够为

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方向。 

 

二、民族主义还是现代化？--京音国音之争的内部冲动 

 

    1. 背景：晚清到 1920 年的国语统一过程概述 

                                                        
1 本文刊载于《文学评论》2009 年第 4 期。 
2 作者单位：北京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yxx03@mails.tsinghua.edu.cn 
3 主要是从 1920 年 10 月到 1921 年 6 月，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为主要舞台，在张士一、陆基、黎

锦熙等人之间围绕“京音”与“国音”究竟何者可作为国语统一标准等问题展开的一场争论。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8%A2%81%E5%85%88%E6%AC%A3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6%B0%91%E6%97%8F%E4%B8%BB%E4%B9%89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5%9B%BD%E8%AF%AD%E6%96%87%E5%AD%A6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4%BA%AC%E9%9F%B3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5%9B%BD%E9%9F%B3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8%AF%AD%E8%A8%80%E6%94%B9%E9%9D%A9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8%AF%AD%E9%9F%B3%E4%B8%AD%E5%BF%83%E4%B8%BB%E4%B9%89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8%AF%AD%E8%A8%80%E6%B0%91%E6%97%8F%E4%B8%BB%E4%B9%89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6%9D%91%E7%94%B0%E9%9B%84%E4%BA%8C%E9%83%8E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tag.php/%E6%9D%91%E7%94%B0%E9%9B%84%E4%BA%8C%E9%83%8E
mailto:yxx03@mail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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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进入对京音国音的内部问题的讨论之前，先就之前中国国语统一运动的状况进行一个

简略的回顾。由于历史事实太过庞杂，本文无法将从晚清到 1920 年的各种国语统一尝试一一详

述，只能将笔者认为几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提出来稍作阐明。自清末受日本影响出现了“国

语”以及“国语统一”的吁求以来，各种统一语言的尝试不绝于缕。不过，“国语统一”在国家

层面上取得的第一个大的突破进展，是 1913 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此次大会首次选定了官

方承认的注音字母，并且通过投票方式初次确定了法定读音即“国音”。值得注意的是，1913

年读音统一会确立的“国音”，并非以某地现有方言为基准，而是以各地代表一人一票、投票选

定的一种“混合音”，南方方言中独有的入声、尖团音等均包含在这套“国音”内，因此实际上

是一种由各地方言杂糅而成的混合音系统。此一混杂特色带来的后果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以这种

“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这套方案的弊病

后来在普及国语的过程中暴露得十分明显。 

1913 年制定国音之后，由于政治、社会的动荡，“国音”方案迟迟未得到颁布，国语运动

一度陷入停滞。1917 年，国语运动与发轫于《新青年》、当时正轰轰烈烈展开的白话文运动合

流，胡适写下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影响。由1于此前的国

语统一尝试大都限于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小范围实践，1913 年审定的“国音”又一直在教育部束

之高阁，未得到正式公布和推行，因此 1917 年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合流，成为了“国语”

概念获得大众认知的首次亮相。对许多人而言，“国语”与语体书面语也即是白话文，在意义上

是重叠的。 

1917 年以后，由于社会影响和教育部内部一部分人的推动，国语统一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

果。1918 年，教育部终于公布了 1913 年审定的“国音”以及标注此种“国音”的注音字母；1920

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具体内容是小学一二年级必须教授注音字母与

“国音”，从前“国文”课讲授的文言文改为语体文（也即是白话文）。毫无疑问，在小学改“国

文”为“国语”，是一种推广国语的措施。不过，由于当时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操此种混杂

式“国音”的人群，又同时因为作为语体书面语的“国语”概念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对各大

方言区教授国语的教员而言，一个很自然的教授“国语”的方式，就是以“国音”诵读语体文，

以此达成口语意义上的“国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国音”自身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由于

“国音”系统的混杂性与模糊性，在具体教授普及过程中，到底如何理解把握“国音”构成了很

大的问题。比如说，北方方言中没有的尖音、团音在南方方言中又根据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应该

依据那一地区发音？入声应该按照哪一地域的音调？这些在“国音”方案中均没有清晰规定，造

成了国语普及过程中的巨大困难，甚至出现了方言与“国音”乖离太大，不得不用“土音”来朗

读语体文的事例。 

2. 京音国音之争 

国语统一在操作上遇到的实际困难是 1920-1921 年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直接背景。论争首先

由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挑起，他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国语统一问

题》2，彻底批评了到此为止的国语统一思路和方案。根据村田先生的总结，张士一完全推翻了

此前国语统一的步骤和办法，认为“以国音读语体文”的国语统一方法是错误和违反语言学规律

的，应该先从口语统一入手，语体文是口语统一之后对口语的摹写。而就统一口语的方式而言，

混杂语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应该取一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口语为标准，推广至全国。张士一提出，

最适合作为“国语”推广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与张士一相对立，

                                                        
1 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海群益书店，1918 年 4 月 15 日。 
2 此文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中国书局，1921。本文据上海书店 1992 年影

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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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支持混合语为出发点，质疑了张所谓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口语"

内部是否具有如张所认为的那么高的同质性，指出即便是北京语内部，同样混杂不清、难以界定；

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内部不同方言区之间沟通交流工具的混合语“官话”，已经

具有了国语基础标准的资格。村田先生将这些围绕国语声音标准争论的主张解读为“以语言为媒

介创出国民”的“典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表现”1，认为在张士一与陆基、黎锦熙等人“京音”、

“国音”争论辩驳的背后，是“等质的语言共同体之创出如何才可能，这样一个与国民统合相关

的极具政治性的问题”2，而两条不同的思路则反映出了不同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从这里出发，

村田先生分三个部分详细考察了语言民族主义式的“标准国语”理念如何与中国历史、社会现实

中实际存在的地域、历史、阶级偏差纠缠联系，最终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的视野里建立了国语这

一近代特有的理念。在文/白的对立中，村田先生看到了“言文一致”的普遍性机制的颠倒；在

方言与标准语的对立中，特定方言 → 北京话 → 标准语的国语形成逻辑与其他方言争夺沉浮的

过程被揭示出来；在以张士一为代表的京音派所主张的国语概念中，村田先生发现了一种颠倒式

的过程——通过对预设国语及其承担者的想象，发现和创造了民族的起源和母体——而正是在这

里，近代特有的国语叙述诞生了3。 

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之争的两方皆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

这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村田先生并没有很清楚的描述出争论两方的不同路

线所体现出的国语统一的想象具体为何，也未对这差异背后可能蕴含的意义进行更进一步的分

析。但是，村田先生将京音派主张的、凭借已经存在的某种单一口语求国语统一的方式，归结为

一种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其通过对文字、历史的抛弃以及对纯粹声音的追求，实现了颠倒

式的民族主体的创制和“发现”，我认为这一结论做出得有点草率，有简单代入理论模型之嫌，

放过了京音派主张内部的复杂性和意义。在下面展开的论述里，我希望：（1）再度审视京音派

主张的内部逻辑和出发点，试图揭示其内部真正蕴含的冲动与意义；（2）重新思考作为争论对

立面的京音派与国音派思路上的差异。 

在张士一首篇批判此前国语统一运动的《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尽管张士一以强大的语音

中心主义态度开场，批判以文字为根本来统一国语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但是当他论到北京话

为何适于当作国语标准时，起首列出的两条理由却是：“要这种方言，最近于文字。有这个资格

的，是北京语”。“要向来用这种方言的书籍报纸等类最多。有这个资格的，也是北京语”4。

由此看来，北京语适合作为国语标准，并不由于它是某种抛弃了一切外在缠绕的纯粹声音，反而

因为这声音与文字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在这里，张士一的实际选择恰好与他秉持的理论发生了

矛盾，这一矛盾揭示出的事实是，张士一真实的出发点并不由于声音至上的“语音中心主义”理

论逻辑，也不在于要彻底的否定、抛弃文字，而是要找到一种“交通便利”、能够使“全国的人

说出来……彼此可以完全听得懂”5的语言，也即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语言。张士一认为从口语

入手进行统一的方式优越于从书面语入手，并非出于极端化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而是因为已经

存在的特殊方言口语显然比当时还在形成过程中、内部模糊混杂的“国音”具有更高的内部同质

性和可推广性；同时，当文字手段可能对推广同质语言形成帮助时，张士一也并不拒绝从文字那

里借力一把。当张士一论证说北京话适合充当国语标准时，恰恰是因为北京话口语形式最接近当

                                                        
1 （日）村田雄二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收王中忱等编《东亚

人文·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 152。 
2 同上。 
3 同上，页 152-163。 
4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中国书局，1921，页 10。

本文据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版。 
5 同上，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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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白话书面语：有了已经“同质化”的书面语，口语的“同质化”当然

会便利很多。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张士一为何会在文章中出现明显的逻辑悖

论，同时还对此浑然不觉。 

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张士一追求的高度同质化语言，其背后指向的是什么？毕竟，同质化的

语言也可以导致同质化的“国民”产生，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过

程1。不过，仔细阅读张士一的论述就会发现，张士一谋求的同质化语言，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形

式上，均与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有所不同。首先，在目的上，张士一并没有把自己

对同质语言的诉求归结到“民族”或“国家统合”等方向上去，而是视统一的国语为一种“交通

的器具”，如“铁路轮船一样”，国语统一是为了提供交流沟通的便利2。在这里，张士一的想

法实际上与晚清以来试图通过语言统一解决“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3之弊病的

思路暗合，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资本主义发展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在朝向现代化

的转型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膨胀、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使得社会流动性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交

流碰撞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分歧众多的方言状况对交流的畅通进行形成了不小的障

碍，统一语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需求。其次，形式上，张士一是在明确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统一

书面语的情况下，还执着诉求于口语层次上的同质统一；而我们如果对比语言民族主义的例子，

如果仅仅出于造成民族共同感情的考虑，则实际上共同书面语已经足够敷用：无论是安德森所谓

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霍布斯鲍姆描述的 19 世纪前叶的语言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的“印刷语言”或“上乘文学语言”都是书面语4。很明显，张士一所梦想的，是在一个面对面

的交流空间当中，实现语言沟通的透明和彻底--这当然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空

间，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空间并不需要执着于如此之近的距离和如此之高的同质性。 

由此可见，张士一的国语统一思路，从其本身的出发点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

导致的民族建构，不如说是面向现代化时，试图通过语言同质化手段为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工业社

会创造同质人群。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张士一在面对很容易转化为民族

主义工具的中国音韵学遗产时，抱持的却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5：音韵学遗产虽然有助于追溯

“起源”，但在推广现代社会同质语言方面，对于"听今音、发今音和教今音"却并无直接有效的

作用。如此，张士一否弃音韵学遗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实上，恰恰是在作为京音派对立面的“国音派”所主张的以混合语求国语统一的方案里，

清晰的凸显出了民族主义的诉求，体现了 20世纪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努力。

满清遗留下来的政治版图幅员如此广大、族群如此众多、方言如此歧义，要将一个这样的复合型

                                                        
1 可参考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第四章“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中关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语言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2006，页 99-116；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关于地方方

言(vernacular)与民族想象共同体构成之间关系的论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

与散布》，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 79-90。 
2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页 2，中国书局，1921。

本文据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版。 
3 《奏定学务纲要》，收陈元晖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页

499。 
4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印刷方言与同质国民想象之间关系的论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 86-87；霍布斯鲍姆对于“上乘文

学语言”如何在 19 世纪前半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起到了凝聚民族的作用，并由此成为后来民族主义“范式”

的过程也有阐明。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 100-101。 
5 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谈到传习国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时，特别提出“不必多费功夫在音韵

的历史上”，认为学习音韵历史无助于习得“今音”，只会浪费时间，降低传习国语的速度和质量。见张士一

《国语统一问题》，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页 28，中国书局，1921。本

文据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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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同质“国族”(nation)，在这其中找到一个所谓的“中心”或“起源”，

基本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情。如此只好模仿官话的方式，以混合求之，以混成一体的方式求得整

体性的统合效果--国语统一运动中影响力巨大的“从各地方言中各各择取部分混成一整体”的混

合型思路，就是由此而来。当张士一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指责“国音”同质化程度还不够高、无

法达成完全清晰透明的交流时，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大同小异的官话”已经“覆盖北部、中

部、西南部的各省”，事实上已经基本构成了统合全国的普通话为由，为混合国音辩护1。正是

由于这种统合性的存在，哪怕其内部混杂不堪、难于界定，推广上麻烦重重，陆基、黎锦熙们依

然要坚持其为中华民国应有的标准语。同时，村田先生用来描述京音派的“颠倒式的民族主体的

创制和发现”这一语言民族主义式论述，实际上也是在混合语思路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为张士一

所否弃的音韵学遗产，在支持混合语的章太炎手里，正好成为了他论证湖北方言“南北相校……

韵纽皆正”、适成为“夏声”2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对起源“夏声”的寻找和投射，恰恰是由

混合语思路来完成的，这进一步凸显了混合语思路内部谋求的民族统一冲动和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再回过头来看 1920-1921 年的京音国音之争，除开表面的国语统一方式上的不

同之外，京音派与国音派的差别还可以从更深一层的内部冲动上来把握：京音派代表了朝向现代

工业社会转向的渴望，国音派体现的则是以共同语言统合国家的冲动。尽管在表面的论述上，两

个面向可能存在互相重叠或不清晰的中间地带，但若从立论与侧重的方向上来看，则两种不同的

冲动基本上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在京音派代表人物张士一那里，推行国语的目的完全从实用论的

角度来阐述，几乎完全未涉及国族认同、统一等问题；而这一思考角度呼应的，实际上就是晚清

以来试图通过共同语言来普及教育、为现代化扫除障碍的语言改革方向。认为中国语言统一之后

便能“进而日本。进而欧西……骎骎达于文明之极点”3，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是许多语言改革者

的梦想和追求。同时，对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且是面对面的“透明的共同体”的执着，

也反映出京音派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能够在语言变革的协助下得以实现。与

此相对应，国音派明知混合国语的明显缺陷却不愿意另起炉灶，这其中除不想放弃之前多年的努

力外，更深层的原因大概还在于不愿意放弃混合国语在象征、建构国族方面的优势4。 

不过，我在此对两种思路进行的区分，并非要把二者之间的差异绝对化；正如村田先生所言，

无论京音还是国音，事实上都能够服务于“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京音

派尽管在意识上以现代化为目标指归，但其提倡的高度同质化的口语共同体却依然可以在事实上

造成同质化的民众群体，最终构成同质化的“国民”。因此在事实上，京音派与国音派均可被视

为语言民族主义的表现，只不过在具体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上，二者发生了抵牾。但是同时，我也

并不觉得这两种思路最终依然能够统合到"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能够完全消弭二者之

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我认为，中国语境里的京音国音之争，实际上正为我们提供

了某些特别的视角，可供我们重新观看西方语境中的民族主义理论内部某些“颠倒”和“断裂”。

至于如何通过京音国音之争反思产生自西方语境中的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与当代民族主义理论5，

我将在后文中具体展开。 

                                                        
1 黎锦熙《国语教育上应当解决的问题》，《教育杂志》13 卷 2 号，1921 年 1 月。 
2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收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页 92。 
3 李文源《〈形声通〉跋》，收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页 51。 
4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是，1921 年修订的《国音字典》在音调上基本采取了京音调，接受了京音派的部分意见；

而在此书出版发行之际，国语统一筹备会特意发函，以“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较最多，在国音中适占极重要之

地位”来说明此次更改的缘由，并反复强调国音并不等于京音，“决非强全国人人共奉北京之土音为国音也”。

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国音派对于国音中“国”概念之统合性的坚持。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

馆，1934，页 98-100。本文据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版。 
5 本文中使用"经典民族主义"来指称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的、要求民族与国家边界全等的民族主义潮流。凭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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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语与民族主义问题 

 

通过此前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整理出两个问题：首先，京音派的主张不可解读为以语音中

心主义寻求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村田先生此处错误读解的原因是什

么？其次，京音派与国音派不同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内部“统合认同”与“为现

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种冲动，那么，这两种冲动与经典式样的西方民族主义是否相关？通过京

音国音之争，这两种冲动发生了对立抵牾，其背后的原因和意义为何？在下面的部分里，我尝试

对这几个问题逐一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回答。 

1. 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村田先生将京音派的语言统一主张，叙述为一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逻

辑式样的、以纯粹声音追求和颠倒出民族主体和起源的过程，实际上忽略了京音派内部逻辑的复

杂性，是一个有问题的判断。很明显，村田先生在这里是直接套用了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阐释，

而对中国历史事实内部存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未有足够的警惕。 

很容易看出，村田先生所倚赖的理论资源，是柄谷行人先生关于现代国语形成与民族国家之

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柄谷先生描述了日本国语形成过程中，如何

以一种“言文一致”的颠倒方式，将语音/口语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行为背后

的意图，实际上是要否定作为历史存在的文字（尤其是汉文）。通过这样的过程，纯粹声音性的

“大和音”被发现，民族主体得到了凸显1。柄谷先生试图通过对这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

主义的逻辑的批判，来解构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起源和历史的神话。村田先生使用柄

谷先生的理论，其实是试图在中国语境内，揭示出作为一种叙述的民族起源、历史同样是被“颠

倒”着创建的这一过程。在这个问题意识与批判立场上，我与村田先生是一致的，即认为中国的

民族主义叙述中，同样存在欺骗性的“颠倒”；然而，村田先生未经反思直接将语音中心主义 → 

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套用到中国情境中，使得他掉入了陷阱，做出了与中国历史情况不符的判

断。 

我认为，村田先生之所以会不假思索的套用语音中心主义导致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当

然一方面大概是由于村田先生本身作为日本学者，容易为本国经验先入引导；另一方面我认为，

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以语言构建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构成了一种经典民族主义式

样这一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尽管霍布斯鲍姆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均指出，语言之成为

民族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到 19 世纪末才出现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新现象2，但潮流

振荡，影响所及，以语言、尤其是口语确认民族的方式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模式。不仅在日

本，包括西欧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在内，现代民族的成型与抛弃普遍性书面语（汉文

或拉丁文）、将本民族口语改造为文学语言的过程均有着极深的关联。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与

这一套理论无法完全融洽的事实却提醒我们，由西方建构叙述的民族主义理论并非如其自身宣称

的那般“普遍”，其中必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颠倒”和“断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

经验也许可以构成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一套理论的视角。 

事实上，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之所以能够造成，是因为西欧、日本民族

主义发生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社会背景。一方面，中世纪的西欧有拉丁语、明治之前的日本有汉文

                                                                                                                                                                       
语确认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也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代民族主义理论”本文中指近几十年来在学

术界出现的针对经典民族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一系列学术成果。 
1 可参见柄谷行人《内面之发现》、《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等论文，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

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 100；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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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外来的、表意的“普遍性书面语”，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地方方言崛起之时，

这个外来的、书面性的普遍性语言就构成了一个“他者”；在此一“他者”的映照之下，新生的

“民族性”就必须要从与外来的书面语相对的“口语”中寻找和获取，由此来获得自身民族性的

定义和统一。本居宣长在假名中找寻只属于日本的“物哀”的民族性，西欧民族将民族的“血脉”

和“根”的意识投射到语言和口音之中，皆属于这样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是特殊的历史过程

将民族、口语整合到了一起。通过对作为“外来的”、“书面的”普遍语言的双重否定，同时作

为“民族的”、“口语”的新共同语得以诞生。与此恰成对照，在中国的语境里，前现代中国使

用的普遍性书面语文言文，是由中国内部自发产生的，并不具有外来性；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取代，

虽然有语音中心主义的因素蕴含其中，但也不是口语/口音对文字的绝对否定，而是一种新的书

写系统对旧有书面语系统的取代。在这里，构建统一民族性，不是通过对外来"他者"的否认来达

成，而是需要从自身历史（以及与历史深深缠绕的文字）中找寻资源；对纯粹声音的重视则更多

的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导向了现代化的诉求。因此，在中国的个案里，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

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不能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经验出发，就可以看出，位

于西方民族主义叙述中心位置的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实际上是特殊历史社会

环境的造物；由此，依靠这一逻辑成立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的“普遍性”，也就被破除了。 

2. 中国语言民族主义 

在前文中，通过对隐藏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主张内部逻辑的考察分析，确认了隐藏在京音派背

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的冲动及国音派内部“统合认同”的面向。那么，对这两种不同的

冲动应当作何理解？就我个人看来，体现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

质人群”两种冲动，实际上与经典民族主义模式里包含的两重面向相契合。根据霍布斯鲍姆的论

述，经典民族主义模式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其核心在于国家=民族=人民1：一方面，国家与民族

在地域范围上相重合，一个国家内理论上有且只有一个民族，这样国家对国民的统合、国民对国

家的效忠问题就得到解决，国民效忠于国家，等于服从民族共同体意志。另一方面，单一民族的

同质性保证了人民内部的同质性，于是平等的现代公民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都能够得到实现。而通过既是国家主权主体、又是人民全体的“民族”这一概念，两者铸合成

为了一个整体。当霍布斯鲍姆论到民族主义以一个方法成功地同时解决了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

两个重大问题时2，他实际上也已经触到了民族国家机制内部蕴含的两重面向这一事实。 

语言民族主义与此同构，一方面，民族间共享的“国语”能够唤起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感情，

增加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共同的语言加速了社会同质化的程，促进了现代同质

公民社会的出现。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比照发生于 1920-1921 年的京音国音之争，争论的两

派恰好代表了这两个不同面向：国音派更多的偏向统合认同的目的，京音派的主张则基于追求现

代化的立场。 

在此意义之上，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两派均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

族主义”，我认为这个大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语言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此处仍然存在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西欧乃至日本民族语言成立的过程不同，中国在确立了作为国语书面语的

现代白话文之后，却在“音”的问题如何取舍上发生了歧异。如果说对西欧乃至日本而言，某种

特定语言能够同时统合囊括“统合认同”以及“追求现代化”两个向度，那么在中国语境中，这

                                                        
1 1. 公民效忠问题；2. 现代国家如何建立对每个个体公民的直接监督管理的机制，以及在这个机制构建过程中

遇到的语言沟通问题。参见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一章“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中相关论述，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 17-22。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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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又经由确立何种“音”的争论，构成了对立抵牾。在此值得追问的是，造成这一特殊现象

的原因是什么？ 

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首先，中国从前现代社

会朝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非简单的创造“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将包含了多种民族、不同地区

的复合型帝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里，帝国结构成为了一个无法忽略跳过

的背景与前提。表现在语音问题上，就是“国音”对帝国语言遗产“官话”的继承：正是由于要

将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代表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中国”这一政治共

同体的官话/国音才成为了中国民族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音”无论从其混杂、模糊

的语言特色，还是其包容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方言、民族的政治内涵来看，均与西方语言民族主义

意义上基于种族性或单一起源的“民族语言”有着深刻差异，它并非“中华民族”这一实体民族

的民族语言，而是含义复杂的“中国”象征。前现代帝国历史、官话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的

现代语言变革在处理建构民族认同的问题时，采取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第二，中国语言本身的特质也是应当被考虑进来的一个因素。中国语言文字的表意性以及象

形汉字的存在，使得中文系统中书面语与口语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疏离。口语可随时空、地域发生

巨大变化，书面语却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尽管地域庞大，民族、

方言众多，但凭借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汉字、文言文甚至白话文，交流沟通得以实现。京音国音之

争中关于取何种“音”的争论，也基于这样的语言现实：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 1920 年代，以白

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学和“国语文学”已经基本取得大众认可，现代白话文作为标准书面语得到了

官方的确认。因此，争论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如何造成“国语”，某种程度上反而变成了以何种

方式读出“国语”。国音派给出一套混合各地方言的“国音”方案，京音派则将实用上更胜一筹

的北京音抬上了桌面；不过，从根本上而言，两种思路的背景和出发点，都是已经存在的白话文

书面语。更有趣的是，京音派虽然高举语音中心主义的大旗，但其选择北京话的理由，恰恰是其

与已经通行的书面语白话文最为接近。在这个意义上，书面语或“文”在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

动占有的核心位置、语言运动与文学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被呈现出来了。 

第三，京音国音争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在于 1920 年代的中国，代表国家强力的一整套

操作机制还未完全成型。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普通话”凭借政治的力量得

到了最终确立承认，其内部就是在音调问题上遵循了京音派的单一口语主张，在词汇语法问题上

取国音派混合语主张，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两个面向的统合。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虽然在

这里提出国家强力机制是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并不认为它可以完全抹杀京音

国音之争中反映出来的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普通话”尽管在口音问题上基本取了

京音的主张，但“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也非一种排他性的民族语言，在作为国家内部各民

族、各方言地区通用语的层面上，它依然延续和保留了官话、“国音”的内涵。 

3. 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语境 

如前所述，作为帝国语言遗产的官话系统以及中文本身的语言特质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中

国的语言民族主义，使其呈现出了特异的风貌。与此结构类似，被这种语言所代表的“中华民族”

范畴本身，其面相也与西方式样的“民族”颇为不同。“中华民族”由国家内部不同的多个民族

组合而成，将这些多元群体统合为一体的，并非单一纯粹的族群起源，而是多民族在长时期内共

同参与同一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无论是“国语”还是“民族”范畴，

其内部均存在一个复合结构；在普通话或者中华民族概念支撑包裹的骨架下面，不同民族、地方

方言等多元性因素实际得到了认可与包容。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语言民

族主义与民族建构结果。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8 

19 世纪以降，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国家成立的基本原则，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

时至今日，世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界。然而与此同时，民族内部对少数族群的压抑、

强制同化，民族之间的冲突流血，也成为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场面。在以安德森、盖尔

纳、霍布斯鲍姆等理论家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中，检讨反思由民族范畴、民族主义带

来的对多样性的压抑，甚至强制同化造成的问题，就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意识。安德森等人

之视民族为一晚近的建构产物，正是为了说明，民族并非一个自然自在的范畴，民族提供的一整

套原则也并非天然合理。由此建构论式的民族主义理论出发，近二、三十年来对于民族问题的探

讨多集中于解构已建立成型的“民族”，力图揭示出其背后对多元、多样性的压抑过程，来开放

历史的其他可能性。柄谷行人教授在谈到日本国语问题的时候，正是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基本

关照；此一视角也影响到了村田先生对于中国问题的解读和思考。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民族”

范畴的建构性与压抑性当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但是与此同时，更引起我兴趣的却是，

无论是在国音、普通话代表的语言问题上，还是中华民族范畴代表的民族本身内涵上，中国都在

同质性的框架之下，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包容、保护内部多样性积极的因素。面对这样的现实，

如果我们一味仅仅注目于建构与压抑的问题上，是不是过于顺应西方理论的思考理路，而放过了

由中国语境可能展开的理论可能性？ 

在这里，我希望通过重新将中国民族主义中存在的“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

两个向度，与西方经典民族主义中的类似结构进行比对，来尝试思考和回应这一问题。如前所述，

在中国语境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这两个民族主义制度内部的向度被区

分开来，并通过语言问题中关于京音、国音的讨论发生了冲突辩驳。与中国恰成对照，在西方民

族主义历史中，认同、同质化人群、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等因素却完全纠缠在一起，不可做截

然的区分。不过，在这一个各种因素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过程里，同质化因素起到的贯穿作用

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同质化构成了西方民族概念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民族辨认自身的基本出

发点；同时，同质化也是民族主义时代政治认同的基础：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确认"我们

"同样归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由此，代表此共同体的国家机构才是合理合法的。同质化的概念贯

穿了民族范畴以及依此获得合法性的现代国家制度，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面对必然呈现出无

数多样性与多种层次的现实社会时，为什么民族国家要劳心费神的进行各种同化手段，有时甚至

不惜采用暴力：对同质化程度的质疑会直接导致对民族性的质疑，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存在根

基。 

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情况相对比，中国语境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个

方向构成清晰区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相对立的事实，实际反映了同质化并未在此结构中成为

贯穿性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中，同质化因素更多是出现在促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出现的层面上，而

在国家政治的层面，统合认同的出发点不在于确认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单一性，而是要把复合帝

国体制之下的多民族广阔疆域以最大可能限度的统合到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来。在这里，作为现

代国家合法性前提的"民族"原则虽然被接受，但实际的处理中，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对此

共同体的认同，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力量。由此，才锻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面相。 

    在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论述里，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导致强迫同质化、压抑多样性

的一个重要原因。霍布斯鲍姆指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如果不进行内部的同化，就有面临少数群体

举起民族大旗反抗之虞，因而同质化操作机制就成为了必要1。安德森更直接分疏了群众性民族

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认为官方民族主义是积极性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其出现是已经存在

的国家为了保证自己屹立于民族主义洪流之中不倒而为自己披上的外皮；并以俄罗斯、泰国等国

家历史为例，说明由于前现代国家并不存在单一民族样式，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又会导致国家启动
                                                        
1 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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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同化的机制1。不过，我在这里希望指出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强迫同化操作机制，并不是因

为它们坚持自身的多民族框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关于自身的想象已经被同质化贯穿，完全接受

了民族主义关于同质化作为民族根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理念。只有在彻底认同了民族国家的国

家形式之后，这种同化逻辑才成为可能。而正如前所分析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构民族的观念

中保留部分包容多样性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接受同质化因

素作为统合认同的基本出发点，也即是说，没有彻底接受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原则形式。在建构新

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前现代国家政治形式的帝国建制依然存留着影响，成为民族国家政

治形式之外的另一种方案，构成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建制的参照和来源。在西欧，基于同质化人群

的"民族"概念已经是一个先决条件，民族主义运动的意义在于将这个民族扩张成国家，使其具有

国家框架；而对中国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护已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是首要任务，因此民族

概念是基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结构而成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强迫同质化实际上是

内在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的逻辑，不能仅仅归罪于多民族的前现代国家试图维持自身的努

力；而那些多民族前现代国家千方百计要向同质民族靠拢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民族式样的国家已

经成为了现代世界唯一合法的国家形式。在这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所有的逻辑、多样性

都被民族主义收编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中国语境中特殊的国语概念和民族概念可能存在的意义大概就在这

里：普通话和中华民族的范畴，其内部还包含了与民族国家形式不同的、别样的国家形式所留下

的痕迹与影响。而在民族主义已经得到大量反思的今天，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也许能为我们打开

一扇面向新的未来的窗户。 

 

四、结语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20 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尽管看似一场典

型语言民族主义式样的通过语言诉求建构民族的运动，但仔细的分析则暴露出了京音国音争论两

方所代表的不同立场。其中，与我们所了解的语言民族主义的惯例不同，要求以某种较为单纯的

口语来作为国语的京音派背后，实际上的指向是要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准备条件，并没有直接诉

诸民族上的要求；反而是在混合语思路的国音派那里，建构民族的意旨表现得十分强烈。从这个

特殊的争论场域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中关于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的

逻辑关系实际上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同时，京音国音的争论也

暴露出了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这特殊性则是由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作为前现代中国遗

产的特殊官话系统等因素造成。最后，“国音”、“普通话”、“中华民族”等范畴虽然是在民

族主义的大框架下出现成立的，但由于前现代中国的帝国建制，这些范畴内部都包含了不同于西

方民族主义的、包容保护多样性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西方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以及当代民族

主义理论，中国的个案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国语文学的问题，一直与国语的成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话题紧密相关，

民族主义方向上的考量构成了国语与国语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京音国音之争的问题表面上

看起来似乎与国语文学牵涉不多，然而在京音国音争论双方的背后，一个关键的构成因素实则在

于以白话文为基础的国语文学之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京音国音争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如

何读出书面国语文学的问题；白话文与国语文学在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占据的关键性位置由

                                                        
1 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吴叡

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 95-124。 


